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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与经济：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变迁

——以江西省余干县瑞洪地区为研究视点

吴赘 吴良成
*1

【摘 要】：鄱阳湖凭借其优越的自然资源形成了渔业经济。余干县瑞洪是鄱阳湖最大的渔港，以其为中心考察

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情况可以看到：鄱阳湖渔业由民国时期的缓慢发展与衰退到新中国成立后“繁荣”发展

的变迁过程，及其在民国时期面临的困境，人们不宜过高评价这一时期鄱阳湖的渔业发展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

革开放以来，鄱阳湖渔业蓬勃发展，适应了经济发展要求，形成了一些重要特点。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，应该全

面考量对鄱阳湖区域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渔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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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史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。与渔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，如中国渔业史、海洋渔业史、沿海区域渔业等的研

究，已有一定的成果发表。因学术诉求不同，学界对民国以来鄱阳湖渔业发展的综合研究还是空白，未见专门论著问世。本文

以余干县瑞洪为中心，拟对民国以来鄱阳湖渔业综合研究作一尝试。瑞洪现属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管辖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

内，人们习惯上把包括现在的瑞洪镇、康山乡、新生乡、梅溪乡、东源乡在内的广大地区称为瑞洪地区（万振凡、张宏卿，2004：

2）。瑞洪属于典型的渔业社区，新生乡西岗村办渔业高级生产合作社时，鱼的年产量就高达 130 万斤，全社计划渔民总收入

263557.51 元，其中渔业收入 159058 元，占总收入的-60.4%。瑞洪渔业活动范围约为鄱阳湖面积的 3／4 左右（余干县《瑞洪方

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4：131），其盛衰与鄱阳湖息息相关，因此，以余干县瑞洪地区为中心来考察鄱阳湖渔业有其典型性。

一

瑞洪位于东经 116°13′47″-116°54′25″、北纬 28°21′36″-29°04′24″之间，地处余干县西北、鄱阳湖东南之滨，

信江入湖处，北接鄱阳县境，西连新建县鄱阳湖沿岸一带，连同诸多湖心小岛，以瑞洪镇附近为渔场中心地。瑞洪气候温和湿

润，雨量充沛，阳光充足，草洲滩地漫无边际。湖区水域内的浮游生物十分丰富，现已鉴定的浮游植物有 154 属，分隶于 8 个

门，54个科（《鄱阳湖研究》编委会，1988：118），多数属富营养型，是鱼类的天然饵料（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9：

574）；还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群丛，是鱼类避敌、产卵的场所（《鄱阳湖研究》编委会，1988：126）。除了鄱阳湖，瑞洪还有

信江、康山河、程家池、七担里港等河汊以及东湖、南疆湖、杨林浆湖等塘湖，河湖纵横交错，信江、抚河和赣江在三江口汇

合（余干县《瑞洪方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4：61—65）。良好的自然环境非常适于鱼类生长，瑞洪是鄱阳湖的天然活鱼库（江

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9：574）。

瑞洪地区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，其天然鱼达 22 科、126 种之多，几乎涵盖了全部淡水鱼类。瑞洪名闻遐迩的鱼种主要有银

鱼、针公鱼、凤尾鱼等。银鱼古称“脍残鱼”，是鄱阳湖定居性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，鱼体洁白透明（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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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1999：583），具有养生功能，还可烹调多种名菜，其中红眼银鱼曾为“贡品”（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，1991：197）。瑞

洪沿鄱阳湖湖岸线较长，境内有许多天然的渔港：锣鼓山、驾湖、康山、江家、西岗和东源等，瑞洪镇本身是鄱阳湖最大的渔

港。它们是渔船停靠和避风场所，并具有渔业加工、中转和船舶维修等综合性能（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9：605）。渔

业是瑞洪的传统产业，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渔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渔具改进为劳动强度小、高效益的网具，主要有巴网、大

网等；还有钩业和鱼笼等（余干县《瑞洪方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4：134）。其他则为杂业，包括鸬鹚（鱼鹰）、摸脚迹和堑湖

等（《上饶市农业志》编纂委员会，198：431）。

1936 年《江西年鉴》记载：瑞洪是“盛大产鱼地最著称者，为全省之冠”。1936 年前后鄱阳湖主要渔场总产量约 36.8 万

余担，其中瑞洪产量最大，多达 7.5 万担，其他如鄱阳 5 万担，九江 2.5 万担，湖口 4 万担，瑞昌 2 万担，都昌 2.3 万担（刘

治乾，1936：850）。表明瑞洪占鄱阳湖主要渔场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强，比九江、瑞昌、都昌三大渔场的总量都要多，相当于鄱

阳、九江两大渔场产量的总和。渔民以个体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，以家族、姓氏组合成帮，各捕捞场所由族会按照姓氏划片管

辖，还有专门渔业工具和专属作业地点的习惯。当时瑞洪有 3500 渔户（刘治乾，1936：850），占余干总渔产数的 63%以上，又

以西岗、东源渔民、渔具渔法最多，捕捞范围最广。

瑞洪渔业加工与贸易历史悠久，1936 年渔业对外贸易就高达 4.2 万担（《上饶市农业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5：467），加工

方法分为晒干鱼、腌制咸鱼、红曲鱼、酢鱼四种。从加工主体看，有渔民自行加工和渔商收购加工两种，渔民自行加工的多为

干鱼，渔商收购加工的多为咸鱼。20 世纪 30 年代瑞洪就有渔行 20 余家（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9：661），“各地之鱼

行，销售鲜鱼者甚少，均系向渔民收购鲜鱼，自行加工处理，用盐盐藏，出售醢鱼者为主要之营业，计有较大之鱼行，为瑞洪

之张公和、吴利群、张利丰三家”，康山和大塘均有鱼行（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，1991：208）。民国时期，“以余干县瑞洪加

工量最多，盐鱼年加工量达三万担，为湖区各县之冠”（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9：661）。瑞洪外销既有盐鱼，也有鲜

鱼，除销往省内各县外还远销福建、广东、安徽、湖北、江浙诸省。

二

然而由于诸多原因，尤其是战争原因，日军窜入江西后瑞洪渔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。1936 年沿鄱阳湖各主要渔场的产量共

约 36.8 万余担，并且有大量的出口到外省；而“抗战时期，湖泊江防都封锁，全省的渔业，几陷绝境”（王松年，1949）：“抗

战胜利后，虽经各方面的努力，但出产仅在 25 万担和 30 万担左右，只够本省消费，还不能谈到出口”，1949 年鄱阳湖渔业总

产量仅有 1.34 万吨（《鄱阳湖研究》编委会，1988：223）。只相当于 1936 年前后总产量的 72，8%，下降了 1／4以上。

渔民生活是渔业的“晴雨表”，从抗战爆发到 1949 年，当地渔民生活十分困苦。当时鄱阳湖区渔民一般生活情况是“卖鱼

易米，朝不保夕，父母忍饥，儿女号寒，为其惯常生活，至于餐风饮露，不避强风烈日，犯波涛凌霜雪，辛苦更不足论，各地

渔夫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少至五六元，多者亦不过十余元，而一家数口赖此为生……至如渔商之剥削，以及捐税之负担，更使渔

户之穷困生活愈为深刻”（江西建设厅，1935）。抗战时一篇通讯《鄱阳渔区归来》，详细地描述了当时鄱阳湖区渔民的生活

情况：本省渔户生活极为贫困，“非有如诗人所歌咏渔家乐之者……生活几有不能维持者矣”（吴宗慈，1984），渔民极其困

苦的生活跃然纸上。又如，1936 年鄱阳湖一带，春末夏初洪水泛滥，田园屋舍尽为浊浪冲淹，渔民罹疫死亡，无法统计……渔

民生活陷于绝境。再如“沿湖一带，历年湖水涨落不定，农事耕种苦无适当土地，生活所赖唯有破碗旧船，平时一日不出湖张

网，即有断炊之虞”。还有“战后马不守，湖港设防，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，一面复感捕鱼范围日益促小，生活苦况遂

更不名状……全家老幼均是踯躅在小渔船上，夏季烈日蒸晒，因而中暑罹瘟死亡，每无法统计，尤以幼童死亡率之矩，触目惊

心”（刘继培，1984）。以上史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渔民生活困境。新中国成立前几年间，附近的鄱阳镇渔民生活是“一日不

做（捕鱼）一日不食”，瑞洪渔民的困苦生活就不难想象。

历史是合力的结果，对其原因梳理如下，首先技术落后：民国瑞洪渔业捕捞技术有些进步，但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变革，犹

如农具，农业生产中大部分还是使用唐代就已经出现的农具。加工方面亦然，“品种单调，方法落后”，“江西鱼品制造业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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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盐鱼、干鱼、红卤鱼数种，法多简陋。盐鱼仅以盐渍而成；干鱼仅利用日光晒干之；红卤鱼即将鲜鱼以酿酒红曲制成者”（刘

治乾，1936：850—851）。其次交通不便：“盐藏品因品质不佳，且运输困难，故大部分销诸本省万载赣县临川等处，鲜鱼因

乏冷藏之设备，销路更狭”。瑞洪虽然水路交通便利，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有近代意义上的“瑞洪轮船公司”，但没运营

多久就遇日寇入侵而关闭（余干县《瑞洪方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4：177）。当时瑞洪根本就没有公路，渔业发展严重地受制于

交通的不便。再次是市场无序：鱼商贪图重量，制作加工鱼类时不能达到通常之干燥度，“故难以贮藏久长时间至遭腐败之虞”；

鱼价又极不稳定，“各地鲜鱼平常售价，最低时每斤五、六分，最高时四角余”（江西建设厅，1935），渔业的商品化过程受

挫，其商品化程度也就不高，从而制约了渔业的发展。战争频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：鄱阳湖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无数渔民被

杀、渔船被破坏或被征用等等；太平军存续江西达 12 年之久，鄱阳湖更是太平军与曾国藩等的重点战场（杜德凤，1987），其

破坏性影响到民国还存在着。又如时人记述：马当不守，湖港设防，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，一面复感捕鱼范围日益促小；

北洋军阀蹂躏于前，使张网糊口者不暇喘息；七七神圣抗战军兴，不久湖面又是漫天烽火，在敌伪占领或控制区内渔民惨遭杀

戮，罄竹难书（刘继培，1984）；抗战时期湖泊都（被）封锁，全省的渔业几陷绝境（王松年，1949）；整个鄱阳湖区的县、

市全部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，并受到随后数年国内战争的影响。

另一重要原因是负担过重：“每逢鱼产淡季，便以高利贷预为收购，价格之低，利率之高，竟有借款十元，于五月后除还

本外，尚须纳鲤五十斤”（《上饶市农业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5：424）；诚如业师万振凡先生所论：越穷，越要借债，就越要

出卖农产品还债，商品经济就越活跃，生产也就越遭到破坏，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并不意味着农业经济的发展，

实际上只是一些同类产品的进进出出（万振凡，1998）。虽然所论是青黄不接时的农业、农民，但对于渔业、渔民而言有过之

而无不及，只是“青黄不接”时间不同而已。“渔税多采包办法，系招商承包制度。承包官吏，额外浮收以肥私腹，人民负担

与国家收入，其间差额，甚为悬殊”，被称为阻碍渔业发展的“最为恶弊”（李士豪、屈若搴，1998：32）。渔业课税除了渔

税、船捐、湖课及其变种课税外还有河课、码头租和徭役等（万振凡，1998：88）。讨论瑞洪渔业负担过重就不能不提到厘金，

“江西厘金之重，尤甲于天下”（孙毓棠，1962：376）厘金开征之初瑞洪的康山就有厘卡，此后又在厘金之上加了所谓“统捐”，

“其扰民更上一层楼”（万振凡，1998：96）。瑞洪渔业不能幸免的还包括：江西省水上别动队第一大队所辖 4 个中队的经费

由当地负担一半（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，1991：388）。渔业成本大为增加，渔民生产积极性势必受到打击，渔业经济衰退是必

然趋势。渔民素质低下是其内生障碍性因素：由于瑞洪总体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落后，加上水旱灾害频繁，血吸虫病等，造成

湖区渔民整体身体素质差。单就科学文化素质而言，瑞洪渔民散居沿湖各地，距离有文化地区相当遥远且终日为生计劳苦，受

教育的时间空间无形被剥夺，史料记载：文盲估计占 95%以上；各地早已失去时代性之私塾（在此地）亦不多见，瑞洪渔民属于

“急待救济教育组训与领导之群”（刘继培，1984）。人才的出现，一要靠教育的培养，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。以上两条当时

瑞洪都不具备，瑞洪渔民读书太少、文化素质极低，就谈不上学习和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来发展渔业，渔业经济的近代化更无

从谈起。

鄱阳湖渔业衰落的原因还有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（吴赘，2009）。显然，日军窜入江西后，无论从渔业的产量、输出量，

还是从渔民的生活情况看，鄱阳湖渔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。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下降，物价飞涨，鄱阳湖区生产和生活秩序

遭受空前的干扰，越到后来越加严重。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善。

三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社会稳定，人工养殖、新的经营机制的引进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和保护渔业资源措施的实施，瑞洪渔业

得以恢复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瑞洪渔业更迎来“繁荣”。其情况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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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人工养殖的采用及推广

由于人口增加、鱼类加工技术上突破和现代运输的广泛使用，渔业捕捞已远不能满足需求。上表显示：20世纪 50 年代后期

养殖业兴起了，养殖面积从 1957 年的 1040 亩扩大到 1958 年的 43000 亩，再到 2004 年的 358000 亩，均说明养殖被迅速推广。

瑞洪养殖起初是由集体在内湖和池塘放养，没有经验和技术，大都是“人放天养”，1959 产量的大幅增长反映了养殖技术有了

突破，此后国家采取鱼价开放，推行渔业生产责任制，对圩堤内湖塘大力发展养殖生产，引进外资，采取科学养鱼使瑞洪渔业

得到较快的发展。1985 年内湖、内港养鱼 3万余亩，总产鲜鱼 15600 担（余干县《瑞洪方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4：137）。

渔业综合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，渔业产品也不断变化，引进人工孵化鱼类，瑞洪地区由于地理优势，很多人从事养殖工作，

引进兴国的红鲤、婺源的荷包鲤；在国外引进日本的鲫鱼，非洲的罗文飞鱼，通过人工繁殖并大力推广，每年繁殖名贵鱼苗 400

万尾以上（余干县《瑞洪方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4：132）。渔业养殖拓宽了渔业的发展空间，促进了渔业产业结构调整，成为

广大民众就业和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领域。

（二）新技术和经营机制的引进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技术层出不穷，最具代表性的是网具材料尼龙化、渔船机械化和阵网的引进，它们不但提高了捕捞效

益，而且使渔民的劳动强度大为减轻。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，捕捞网具绝大部分是用棉线或麻线制作，少数用蚕丝编织，随着化

学纤维工业的发展，化学合成纤维代替棉线、麻线或蚕丝编织渔具，此后，渔具材料除部分繁殖场保留了少量的麻线网外，全

部改用化学合成纤维。自古以来，渔民行船历来就是靠划桨、撑篙、摇橹或借风张帆，劳动强度大，行船速度慢，工作效率低。

20 世纪？0 年代后期，鄱阳湖地区部分专业捕捞队开始在大吨位的渔船上安装柴油机，利用机械动力行船，以后小型渔船也陆

续装上船尾挂机，其中尤以瑞洪镇产量较多。2002 年，余干县有机械动力的渔船 6838 艘，主要在瑞洪、康山、东源等地。20

世纪 80 年代瑞洪引进了名叫“迷魂阵”的阵网，有深水、浅水的各种各样的阵网（《上饶市农业志》编纂委员会，2005 年：422

—432）。上表的 1981 到 1983 年的总产量、养殖面积、养殖产量、捕捞量无不反映这种变化，尤其是捕捞量从 1981 年 1307 吨

突然增长到 1982 年的 3990 吨，到 1983 年的 4753 吨，再到 2000 年 17500 吨，说明尼龙网具、渔船机械和阵网等新技术在瑞洪

广泛使用，大大增加了渔业捕获量。

渔业市场自由开放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，个体渔商，渔贩大量增加，至 1985 年余干县水产供销公司在瑞洪、康山设立收购

站，产品除销往前文已及的地区外，还远销北京、黑龙江、吉林等地。在做好渔产品购销的同时，收购站点还设有渔需物资供

应门市部，向渔民供应大量桐油、橡胶靴，下水衣及日常生活用品。私商加工和渔民自行加工又逐渐增多，1992 年 10 月，在北

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，余于县康山食品罐头下的酒糟鱼获铜奖（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1999：674）。渔业是市

场化启动较早和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业，正是经济市场化把瑞洪渔业带入了新的“繁荣”。

四、结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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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洪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应鱼类生长，是鄱阳湖的天然鱼库，境内有许多渔港，其渔民的渔业活动范围约为鄱阳湖面积的 3

／4左右，成为鄱阳湖区域典型的渔业社区，形成了发达的渔业经济。本文描述了湖渔业在民国时期的缓慢发展、衰退到建国后

“繁荣”的变迁过程，并深入探讨民国时期鄱阳湖渔业发展面临的困境，因此人们不宜过高评价民国鄱阳湖地区的渔业经济发

展。新中国成立后瑞洪渔业得以恢复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，适应了经济发展要求，形成了某些重要特点，将

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建设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”，应该全面考量对鄱阳湖区域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渔业。经

济市场化把渔业带入了新的“繁荣”，但这“繁荣”背后存在着许多问题，比如说人口剧增、过度开发、河道淤塞和渔业自然

生态恶化等，有些正在加深并有恶化的趋势。人类应该如何合理开发鄱阳湖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，笔者将另外行文加以

讨论。


